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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胜败之争: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
叙事中的«尼布楚条约»

赫佳妮∗∗∗

内容提要 １９世纪晚期至２０世纪上半叶,«尼布楚条约»在被重

述、解释、宣传的过程中走出皇家王朝叙事,进入公众视野,卷入以现

代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为核心的近代“不平等条约”叙事中.有关该条

约是“胜利之约”抑或“割地之始”的辩争,揭示了各方从国家胜败和

强弱的角度阐述对外交本质的理解,也成为现实政治中各派别表达

利益诉求的工具和武器.«尼布楚条约»叙事中所折射的对国家力量

和完胜的追求也逐渐超越了专业国际法知识,在现代外交学科走向

中国公众的过程中成为更高的叙事目标.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国近代史 清俄关系 «尼布楚

条约» “不平等条约” 叙事

条约抑或更准确的谓之“不平等条约”,常被视为描述中国近代以来对外

关系的关键词.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将自１８４２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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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同美国和英国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条约的一个世纪称为

“条约世纪”,①认为这百余年来中国对外关系是由形形色色的条约支配的.诸

多中国学者也认为,“不平等条约”是叙述充满耻辱和悲情的中国近现代对外

关系史的重要概念.②

在上述有关“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叙事中,«尼布楚条约»是一个略显特殊,

也颇具争议的条约.１７世纪上半叶的清俄都处于领土扩张期,双方在黑龙江

流域人员、商贸往来频繁,亦不乏军事冲突.１６８５年至１６８６年的雅克萨之战

最终促成两国谈判,双方于１６８９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在现代国际关系维度

下,学界视该条约为中俄国家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关键节点,因此,更关注

清俄边地冲突与划界、地缘政治、利益考量等以国家为核心的议题.③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特别是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兴起后,更多学者关注清俄边地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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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pp２０１Ｇ２０５．

〔美〕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２页.本书初为英文出版,WangDong,ChinasUnequalTreaties:NarratingNationalHistoＧ
ry,Lanham,Md．:LexingtonBooks,２００５.本文引文选自作者译中文版.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

知识和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１页;唐启华:«被
“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３页.

早期围绕«尼布楚条约»和清俄关系的研究以西文居多,例如 GastonCahen,HistoiredesRelations
delaRussieaveclaChinesousPierreleGrand,１６８９Ｇ１７７０,Paris:F．Alcan,１９１２;V．S．Frank,“The
TerritorialTermsoftheSinoＧRussianTreatyofNerchinsk,１６８９,”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１６,

No．３,１９４７,pp２６５Ｇ２７０;JosephSebesandThomasPereira,TheJesuitsandtheSinoＧRussianTreatyof
Nerchinsk (１６８９):TheDiaryofThomasPereira,Rome:InstitutumHistoricumS．I．,１９６２;ImmanuelC．
Y．Hsü,“RussiasSpecialPositioninChinaduringtheEarlyChingPeriod,”SlavicReview,Vol．２３,No．４,

１９６４,pp６８８Ｇ６９２;V．Chen,SinoＧRussianRelationsintheSeventeenthCentury,TheHague:MartinusNiＧ
jhoff,１９６６,pp８６Ｇ１０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相关中英文著作显著增多.有关条约文本及边界划定具体问

题的研究参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吕一燃:«关于早期

中俄东段边界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１—１２页;承志:«尼布楚条约相关文书

探析:以满文界碑文书为中心»,«清史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６５—２９７页.有关俄国学者近３０年研究参

见叶柏川:«近三十年来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的新进展»,«清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５—１３５页.有

关清俄领土争端的研究参见S．C．M．Paine,ImperialRivals:China,Russia,andTheirDisputedFronＧ
tier,Armonk,NewYork,andLondon:M．E．Sharpe,１９９６;MarinaTolmacheva,“TheEarlyRussianExＧ
plorationandMappingoftheChineseFrontier,”CahiersduMondeRusse,Vol．４１,No．１,２０００,pp４１Ｇ５６.
有关清代早期外交观念的研究参见张建华:«清朝早期(１６８９—１８６９年)的条约实践与条约观念»,«学术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第８７—９２页;孙喆、王江:«对１６８９—１７２７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９７—１０９页;王和平:«从中俄外交文书看清前期中俄关系»,«历史档案»２００８年第３
期,第５１—５８页.



动因素,如人口、商贸、族群等,①利用多语档案探讨清俄早期“国家”概念的多

样性,②展现１７世纪清俄往来在现代主权问题之外的复杂图景.

上述研究基于条约内容本身及其关涉的具体议题展开.但在现代外交学

科扎根２０世纪中国的过程中,关于条约的观念、知识及其如何为公众所知同

样重要.«尼布楚条约»并非甫一签订即天下周知.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一般民众才得以从教科书、报刊、大众读物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知晓该条约内

容.与晚清签订的其他条约不同,当«尼布楚条约»为大众所知时,已是一个

“不废而废”之约,因为«瑷珲条约»(１８５８年)已重新划定清俄东段边界.因此,

«尼布楚条约»从一开始即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但有关该条约的叙事却不乏矛盾.一些著者对其充分肯定,将«尼布楚条约»

置于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对立面,视其为中国唯一尚可称平等的条约;也有史

家对其激烈批判,认为它是中国“不平等条约”割地丧权之始.

从“不平等条约”这一名词产生至今,有关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数量及其

界定标准的争论从未停止.③ 这些探讨不仅是针对概念的辩争,也是思考中国

在世界的定位.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论述固然围绕清俄定约的历史展开,但

更在于影射当时以修订或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中国外交.

本文从２０世纪上半叶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样叙事切入,探讨该条约如

何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被各方书写、解释、宣传,说明当各方诉诸“不平等

条约”这一称谓时究竟意在何处.笔者无意评判哪种叙事更“忠实”地反映了

历史原貌,抑或秉持更“客观”的立场,而意在说明不同主体如何在多种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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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Vol．３２,No．１,２００６,pp６Ｇ１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学界再次掀起有关“不平等条约”概念和标准之讨论.参见张振鹍:«论不平

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１—２０页;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

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

绍›»,«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１—８页;郑则民:«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２１５—２３７页;李育民:«近代中外条约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述略»,«近代史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４９—１５９页;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上海书店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通过叙述该条约来培育大众对于“条约”“外交”等概念的认知,从而将国际法、

外交学等西方理论植入中国现实.通过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元叙事侧面,

可管窥近代中国外交叙事的宏大场景和政治考量,亦可思考外交学和外交史

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一、从皇家王朝叙事到经世致用之学

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官方叙事始于清代方略纂修.自康熙朝起,«方略»

是记载清代重大军事胜利的官修史书,多以“平定”“剿平”命名.早期学界研

究多依赖«方略»,但«方略»编修并非简单整理文书合集,而是挑选、翻译并再

现其中反映帝王文韬武略的部分.清帝的武功成就通过«方略»叙事融入中国

王朝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并以此塑造“平叛”与“征剿”的正当性,在战后边地构

建皇朝的统治权威.① 清代较为详细记载１７世纪清俄交涉的官书是«平定罗

刹方略».四卷本的«平定罗刹方略»始编于清俄雅克萨战争之时、成书于«尼

布楚条约»订立之后.整部«方略»叙事更重在讲述清朝“平定罗刹”的军事行

动,特别是康熙帝的军事决策.尼布楚谈判则被视为附属结果,往来细节亦未

录入其中.②

清代另一部较为详细收录清俄交涉文件的官书是«康熙朝实录».清代历

朝实录是在嗣君即位后,依据前朝档案文书筛选、精拣、改写、修纂而成,重点

记载并总结先帝的德政、善行、成就,希望嗣君能从中汲取经验、学习理政.③

因此,«实录»并非事无巨细罗列皇家日常,而是关注“大事”;亦不会广为抄写

印制、公行天下,其最主要的读者是后代君王.就«尼布楚条约»而言,«实录»

中拣选的是彰显康熙帝睿智谋略、渲染其圣德武功的素材,书就了一段清军攻

克雅克萨,围俄兵、筑城墙,以及康熙帝怀柔远人、“鄂罗斯国人皆欢呼诚服”的

故事.④

总体而言,«方略»和«实录»皆更注重清廷武备和康熙帝的军事方略.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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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pp４６４Ｇ４６６．

佚名:«平定罗刹方略»(光绪潘氏刻功顺堂从书本).
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６—２１２、５６７—６７９页.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１４３,第１４页b,第１５页a,b.



廷以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亦指出,“关于谈判的经过,«平定罗刹方略»及«东华

录»的记载均甚简单”.① «实录»和«方略»中的叙事思路仍可在康乾年间清廷

其他官修史书中寻得踪迹.至乾隆年间,对战争的官方纪念成为融合社会、文

化、政治等多重内涵的王朝工程,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始编于康熙年间、成

书于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关注盛京和吉林、黑龙江地区的«盛京通志»,

以及清朝曾五次纂修的«大清会典事例»基本按照上述思路盛赞康熙帝的文治

武功和大清一统的功绩与经验.③

１９世纪中叶,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局触动了清代早期有关清俄关系的王朝

叙事框架.清俄«天津条约»(１８５８年)约定对俄事务不再由清理藩院办理,而

由中央直接处理.④ １８６１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切外务专由设于

京师的总理衙门一并办理,⑤对俄事务也被纳入晚清对外关系的整体新格局

中.同时,自咸丰初年,清廷开始组织编写«筹办夷务始末»,整理记述道光朝

以来的夷务,特别是未录入«实录»«圣训»之档案文件,以为借鉴,但“慎密从

公,毋稍漏泄”仍为要旨.⑥ 为此,«筹办夷务始末»更全面地录入了臣下上奏、

皇帝谕旨和朱批,并说明其相互关系,⑦在“外务”框架下更侧重呈现信息上下

沟通的过程以及清廷对外政策的形成渊源.在此背景下,王朝叙事渐由宣扬

帝王军功武略转为回溯“清俄交涉”具体过程.对于清廷而言,«尼布楚条约»

作为“国际条约”的现实意义也渐为凸显.在谈及东北边务、回溯清俄关系、明

确两国边界时,该条约之具体条款内容被频繁提及,⑧亦列于总理衙门、清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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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１页.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４页.
参见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４８９—１４９４页.



总税务司、俄外务部编写的条约集中.①

随着俄国势力的深入,晚清政府的“殖民实边”需求更为迫切,对俄关系既

是外务,也是清廷最为紧要的边务.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奕、桂良、文祥就

在奏陈中指出,俄国与清接壤,又“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② 随着俄国

在清东北、西北边疆扩张其势力范围,同蒙古王公加紧联络,大批俄商队、探险

队、开采队进驻清边疆地带,俄国逐渐成为在中国北部边疆最具影响力的国

家.双方既保持着频繁的人员、物资、商贸等日常往来活动,其中亦不乏走私、

越界等违约行为.这不仅需要双方外务和地方官员依照现行条约和法律及时

处理,亦需要双方适时协商修订既有约定.在此背景下,边疆史地实用之学成

为知识界焦点,“经世致用”为其著书立说之目的.«尼布楚条约»作为清俄之

间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也再一次引起官员、学者的关注.在何秋涛的«朔方

备乘»、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清的«黑龙江外记»、钱恂的«中俄界约斠

注»、施绍长的«中俄国际约注»和邹代钧的«中俄界记»中都将«尼布楚条约»作

为重要研究对象.③ 虽然«方略»«实录»和清俄界碑上所刻之约仍是上述著作

的蓝本,但是晚清地方官员和知识界的叙事核心已经转向评述条约内容、考据

条款、描述边界实地考察、舆图制作.

至此,清代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逐步由“皇家王朝叙事”转变为带有

“治理外患”色彩的“条约叙事”及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叙事”.在上述叙事转

型中,书写者的视角逐步由渲染帝王武功转向关注清俄交往中的条约条款本

身和各语种文本的记载.在对清俄边界的考据以及东北边疆治理的叙述中,

“国家边界”以及“国家边疆”的概念逐渐浮现.在俄国势力扩张的背景下,“外

务”和“边务”的叙事框架更包含着晚清对于俄国作为“外患”的担忧.因此,

“经世致用”是晚清叙事构建的核心,意在使外务官员和边疆地方官员获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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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清俄条约和历史的信息,以应对俄国威胁,稳固边疆.

二、由晚清史地研究进入公众视野的«尼布楚条约»

１９０１年,清廷颁诏始施“新政”,推行“新式教育”,创立学部、设新式学堂、

修学制、订章程、编写新式教科书,以期使学生“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

知爱国,下足立身”.① 当前,有关中国外交学学科起源的研究多从晚清民初高

等教育体系设立政治学门的角度出发,探讨专业学者和职业外交官论著.② 但

在当时能够考取并完成大学堂学业的学生毕竟为少数,外交学科知识同时通

过更为普遍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中国史”或“外国史”课堂教学、识字教育,

乃至日常文学走向可以读书识字的一般民众.

１９０５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供初等小学堂使用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和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介绍«尼布楚条约»的

官定教材代表.两部教材的叙事从清俄两国接触展开,条约的缘起是俄国不

断向东推进的商贸和军事活动,其中虽仍可见对康熙帝历史功绩的强调,但清

俄的“国家”角色和“定边”在清俄交涉中的意义更为凸显,最终的结果是“北界

始定”③并开启“中俄交涉之始”.④

在介绍清俄早期交往后,上述两教材皆省略了两国往来函复、条约文本、

划界约定等谈判细节,直接归纳为“圣祖不欲穷兵”.⑤ 这固然是因为面向初小

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必事无巨细,但同样缘于清廷“新政”及新式教育的要义,即

在内忧外患之下重建清廷权威、稳固统治基础.依照«奏定学堂章程»,在初等

小学堂的历史教学中,应“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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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① 因此,常为后世学者所诟病的

清军未能乘胜追击,在教科书中则被叙述为“圣祖不欲穷兵”.

在晚清屡屡战败、丧权失地的背景下,课文中对清军在清俄谈判交涉前

“进军反击”“复置戍兵”等军事胜利的强调也彰显了晚清“新政”希望培育的

“尚武”精神以及加强戍边的理念.１９０６年颁布的«大清教育新法令»提到,在

“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事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

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希冀以此挽救晚清的危弱颓势.② 若在«蒙学中国历

史教科书»中有关“近世中国史”的整篇布局中审视有关清军胜利的叙事则更

凸显了上述目的.该书对“对外关系史”的讲述集中在“我国与外国交涉时代”

一章,主要探讨１９世纪以来中国在与俄、英、法、日等国战争和商务往来中的

“失败”经历.１７世纪清俄交涉中清军的胜利,则同乾隆帝如何经略中亚、西

亚,征服暹罗、缅甸、安南等“高宗外征”内容一起,构成了书中有关于大清战事

功勋、安定边民的重要内容.在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教育中,这样的叙事方式

也得到了延续和拓展.如«钦定中学堂章程»所强调的,中国史应“陈述本朝列

圣之善政德泽”、亚洲各国史应“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以“使得

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③ 因此,在养国民士气的意图下,«尼

布楚条约»作为一个事件被叙述的意义则更在于清俄战事和本朝军队的获胜

经历,而非谈判过程.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有关革命与改革的政治辩论和学术论争已开始席卷中

国.但是,相比于报刊评论、革命著述等材料,官方审定的教材通常剥除了激

辩中的强硬立场和极端声音,采取较为温和的折衷笔触,既维护清廷皇家立

场,又传递“救亡图存”的“革新”态度.④ 在一系列教材中,历史科目及其教材

又特别承担着使学生知过去、明现实、养忠诚之心、振国民志气的任务.⑤ 这种

官方叙事固然展现了“新政”之下的变革态度,但是清廷仍无法亦不愿在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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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的教科书中彻底抛却王朝叙事的结构.作为清廷对外关系史一部分的

«尼布楚条约»叙事始终与晚清政权意图塑造的皇家形象及其维护统治权威的

国内关切紧密相关.向普通学堂学生讲授清俄关系史的目的,并非使其诵背

清俄边界走向或者培养外务或边务人才,而是培养民众对政权的普遍忠诚

之心.

三、现实中俄关系下的主权得失辩争

１９１２年,清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前清王朝的“外交史”叙事思路再次转

折.外交史渐成为史家笔下的“失败史”“失地史”“丧权史”“帝国主义侵华史”

“不平等条约史”,等等.① 如钱亦石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和法政学院执教所编

讲义、其逝后出版的«中国外交史»中所言,“中国实在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

国史,卖国殃民史.或者从对方面讲,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

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只有外交失败史.”②此番国耻叙事以鸦片战争和«南

京条约»为起点,前清王朝在对外交往中力不敌人、割地丧权是外交“失败”的

具体内容.在该叙事框架下,«尼布楚条约»通过学者论著、党派宣传、政府官

报、请愿倡议,乃至报刊杂志、儿童读物、小说演义等大众读物走向普通民众.

但是,在中俄关系的现实背景和各方政治议程中,对条约的评价并不一致.

有别于清代叙事对«尼布楚条约»的肯定,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

«尼布楚条约»中“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条款开启了中国割地之始.比如,

１９１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三省纪略»认为«尼布楚条约»“割弃”了尼布楚.③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白月恒«国界小志»认为,清朝将尼布楚“拱手送给俄国”.④ 类似

的观点在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明显增多,而且明确界定了“割让”的范围.

１９２６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外交丛书之一«中俄关系略史»认为,按照«尼布楚

条约»之规定,“东北失外兴安岭以北、乌得河以南一带,迤西失额尔古纳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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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带并尼布楚城亦拱手让与俄人”.① “失地列表”和“国耻地图”则是民国著

作直观展现“前清外交失败”的重要方式.更有史家认为«尼布楚条约»失去的

领土“比本部的一个省面积还要大”,②甚至是“失地最重的条约”.③

这些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清代«方略»«实录»中所载康熙帝同前方

谈判大臣的来往函件为主要依据.如«方略»所载,清廷原本拟以尼布楚为

界.④ 但在谈判开始之时,康熙帝给索额图另一谕旨,即“今以尼布潮为界,则

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楼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

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⑤一些史家据此认为康熙帝未能力

争、轻弃领土,并辅以失地面积计算和地图等“客观”“实证”的手段,对领土得

失范围有更具体的描述和比较,希望证明清廷“割地”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然而,就史料拣选与分析而言,这些著述假设清俄早有明确国界,亦未探析当

时清帝和俄皇是否真正具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下的主权、领土观念抑或掌握

现代外交规范.⑥

在彼时各方对中俄关系的现实关切中,清廷“割地丧权”更像是被普遍流

行的“外交失败史”强冠的叙事框架.１９世纪以来,清俄势力在东段的进退变

化仍为双方关系中的焦点.清俄先后通过«瑷珲条约»(１８５８年)、«北京条约»

(１８６０年)、«勘分东界约记»(１８６１年)、«重勘珲春东界约记»(１８８６年)等条约

重新确定了清俄东段边界线,清朝领土在«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线的基础上

大幅内缩.同时,俄国又通过一系列通商约定以及东清铁路的建成通车,在清

东北大大拓展了其势力范围.民国初年,俄国利用清末蒙古情势动摇之机,周

旋于外蒙古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之间.随着１９１５年«中俄蒙协定»签署,北京

政府对蒙古的主权得到俄国暂时承认,然而,俄国也获得现实的利权.上述事

件并非单独、直接影响了各方的«尼布楚条约»叙事,但却凸显了现实中俄关系

中围绕东段边界的主权纠葛,使有关争取主权和抵抗侵略的话语在历届中俄

中央、地方政府及党派之交往实践和宣传阵地上处于争论的核心,围绕«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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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条约»的探讨也被置于防范俄国威胁、收回中国主权的框架之下.①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０年,苏俄

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宣称废除帝俄签订的秘密条约及种种特权.北京政府借

机同苏俄政府积极处理帝俄时期旧约、争取收回俄在华特权.１９２４年,双方签

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预备召开中俄会议.有关中俄主权问题的著

述和争论一时明显增多,多方甚至将恢复«尼布楚条约»的划界视为谈判诉求.

１９２１年,«益世报»刊文谈到旅俄华侨代表认为应该借此谈判之际遵照«尼布楚

条约»的划界将俄国之后侵占的土地归还中国.② １９２４年,«益世报»刊载段祺

瑞对于中俄交涉的意见,认为应“根据«尼布楚条约»收回所有权利”.③ 这些讨

论试图强调«尼布楚条约»划界的国际法意义,认为条约应予遵守和追溯.尽

管其中对国际法的理解仍显粗糙,但是«尼布楚条约»渐被融入当时围绕中俄

领土主权等“时政热点”问题的讨论中.

与此同时,在宏观的主权和领土得失框架之中,多方都在找寻和利用«尼

布楚条约»之于现实政治的意义.在“革命外交”的宣传和动员中,批判帝俄签

署之条约、反对北京政府“修约”、提倡“废约”、颂扬苏联“自愿”放弃特权的“平

等待华”之精神与革命党反对北京政府、谋求建立统一政权的政治诉求密切相

关.很多持批评态度的史家认为,正是因为清廷“割弃”了尼布楚,所以,中国

才在１９世纪中期以后丧失了在东北地区的主导权,致使俄国南下侵入以致今

日丧失主权.④ 因此,对清廷“割地”的批评亦是影射北京政府“修约”实为一种

新的“丧权”,希望公众警惕苏俄威胁,加强国土意识.１９２５年,谢彬所著«中国

丧地史»出版,即旨在中俄会议召开之际,“俾国人得以明了领土领海之观念,

并作政治上教育上种种之参考”.⑤ １９２９年,国民外交研究会在中大举行有关

于苏俄对华政策的讲演,认为«尼布楚条约»开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先河,更希望

可加强对俄事务之研究,“以求监督政府、唤醒国民,外交上或不致再蹈百年来

覆辙,归于失败云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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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俄多方势力介入东北,特别是“九一八事件”以及“伪满洲国”建立

之后,东北问题日趋国际化.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更频繁见于东亚和中

国东北地区的国际关系史及帝国主义侵华史著作中.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侵

华更引发了学界对东北境况的担忧,东北问题成为战争叙事的前沿.众多史

家希望通过对«尼布楚条约»“失地”的批评唤起一般民众对东北之于中国的战

略位置、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东北地理总论»中,王华隆在

“东北旧疆丧失一览表”中将«尼布楚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土地算为七十余万

方里,“较江苏、浙江两省面积之和,犹超四万余方里”.② 何新吾、徐正学所著

«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则直言东北领土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大量丧失.③

推而广之,史家也希望通过东北问题引起大众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

１９４５年,«甘肃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我国边疆界约研究之一:我们对于尼布楚

条约应有的正确认识»一文.该文将«尼布楚条约»“割弃”的土地同甘肃的面

积作比,旨在说明国人对边疆地区的领土意识不足是外交失败、国家失地的重

要原因.④

因此,与其将对«尼布楚条约»中的“丧权”批判视为个案分析,不如说这是

有关１９世纪以来中俄两国势力进退变化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关系颇具针

对性的反省.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各界对于«尼布楚条约»的研究不仅是在探

寻中国在对俄关系史中的得失,更是在中国国土风雨飘摇的整体背景下,通过

强调边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地理和历史维度上重新在世界上定位一个统

一、完整的中国.在学界研究中,探讨失地面积、解释划界原则、明确边界线走

向和经纬信息固然关键.但在面向大众的书写过程中,上述内容更被抽象为

“获得”“失去”或“割让”,简化成为作者笔下的“事实”.这也成为建构大众对

«尼布楚条约»认识的一种方式,“培育”大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和对主权

的关切才是最突出的情感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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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国力之下的例外“胜利”叙事

在普遍的以战败为线索的国耻叙事中,当时中国的一些官定教材、史学著

作、党派宣言、大众读物亦赋予«尼布楚条约»例外的、甚至唯一的荣誉地位,与

前述“割地”叙事并行影响普通民众对于«尼布楚条约»和“外交”这一概念的

认识.

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１２年出版的、供高等小学堂使用的«新制中华历史教授

书»,是民国早期对«尼布楚条约»有全面介绍并对其充分肯定的官定初等教育

教科书.就内容而言,该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晚清教材叙事,但若对比逐

句“教法提示”则可见其并不意图维护清廷权威、塑造康熙帝的圣明形象,而是

完全围绕清俄国力对比、战事经过及其成败展开,引导学生从战争、国力、外交

的关系理解该条约.如其在“提示”中解释“清圣祖遣兵御之,遂毁其城”是为

了展现“兵威”;俄国之所以当时选择谈判交涉,是因为其“知中国方强,故不欲

以兵戎相见也”.① 随后的“应用”一节具体指导教员如何利用整篇课文影射晚

清时局,即“可知国势强盛,外人亦不敢肆其野心也.”②这种以国力定外交、论

成败的论断贯穿了整部教科书的叙事.在该书第九册第九课«中俄交涉»中对

«尼布楚条约»进行更充分介绍时,谈到“外交以兵力为后盾,故国势愈强,外交

愈占优胜.观昔时中俄之交涉与今日之情形,相去几何哉.”③课文之后设置的

“提问”引导的重点也不在条约具体内容,而在于引导学生从中俄实力对比的

角度思考签约缘由.④

在该叙事框架下,清俄之间在尼布楚的军事力量对比固然是分析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比较则发生在清初的“强势”和晚清的“颓势”之间.１９１２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新编中华历史教授书»认为,正是因为当时清朝处于“极盛时代”,

所以“凡遇外来之交涉,概取强硬主义”,俄才未敢肆虐穷兵.⑤ 邱祖铭在«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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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约失权论»中亦认为“在康雍之际,国势方张,俄能就我范围.”①在该叙事中,

清俄早期交涉过程被精简为两国战力对比,而人员商务往来、传教士的中介作

用等等都不得在上述叙事中呈现.有关清朝早期的讨论更意在佐证晚清在对

外交往中的衰颓、构建读者对于清王朝实力相对变化的反思,如前述教材内容

所述“观昔时中俄之交涉与今日之情形,相去几何哉.”②

在报刊杂志、儿童刊物、小说演义等各类大众读物中,更可见以短小精悍

的故事、通俗易懂的文字、直接浅显的表态推崇“强国力”“强兵力”的叙事.条

约签订之前的清军胜利成为热门话题,乃至在大众叙事中颇具神话色彩.

１９２８年,«小朋友»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尼布楚条约»的文章,其叙事的基本逻

辑是清军如何通过军力一步步挫败俄国———从俄国兵在瑷珲“被我国打得片

甲不留”,乃至清兵围城后“城内原有七百三十六个俄国兵,打的打死,病的病

死,后来只留得六十多个”,再到谈判中俄公使“看了我国的大兵,不觉慌了起

来”,最终签订了“中国唯一的胜利的尼布楚条约”.③ 就用兵而言,一个尤被大

众读物关注的重点是,清方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派遣镇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

水路、索额图从陆路兵进尼布楚并围城,此后双方又重回谈判.１９３９年９月

«大同报»专门报道了萨布素将军后裔及官民纪念«尼布楚条约»签订２５０周年

的活动,报道认为将萨布素将军视为“智勇象征”、称赞他对俄国东进政策“予

以致命的打击”.④ １９３５年出版的«清史通俗演义»第二册第二十六回题为“台

湾岛战败降清室,尼布楚订约屈俄臣”,在讲到谈判陷入僵局,清军进兵尼布楚

城时,另加一行备注“外交全恃兵力”,以此说明清方凭借兵力优势迫使俄国继

续谈判.⑤

在这一叙事逻辑之下,«尼布楚条约»的“胜利”被赋予特殊的时间意义.

«尼布楚条约»的“例外”和“唯一”表现在它不同于晚清王朝在战事和对外交往

中的“着着失败”,而是在国力更强、军力占优的情境下签订的条约.因此,它

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中俄交往的开端,更在于作为“失败史”的对立面.正因

此,诸多史家将«尼布楚条约»视为后世未有之优势,甚至唯一差强人意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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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荣誉的条约.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刊发的系列宣传丛书之一«对俄外交问

题»中也认为,“在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只有«尼布楚条约»不是丧权失地的”.①

然而,在以“国力”为线索的叙事中,这并不是唯一的声音.在“失地”论断

下,所谓兵力优势以及“清廷渴望国际和平之诚意”②恰是被批判的对象.在相

当一部分史家看来,清廷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乘胜追击,使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土

地也归属中国.因此,清廷非但没有凭借强大的兵力实现外交目标,反而在同

俄国交涉时轻言放弃.如蔡郕在«清代史论»中所说,“外交之局有进寸无退

尺,一或让步,彼即思逞,涓涓不绝”.③ 萧一山在其«清史通论»中也谈到,“当

满朝全盛之际,尚不能攘俄人于边外,以杜其蚕食侵略之野心.即会议开时,

又不能据理力争,徒欲苟且了事,以表示大国怀柔之德,实不知外交为何物

也”.④ 简而言之,这里所谈的«尼布楚条约»并非全胜的关键原因就是清廷不

懂外交、在谈判中苟且、草率、退让.

那么,究竟该如何定位清廷的“外交”? 就国力和外交的关系而言,蒋廷黻

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是民国认可«尼布楚条约»为“光荣之约”的代表

作,其论述从两方面展开.从现实结果上看,中国取得领土划界的“成功”,«尼

布楚条约»下的东北地缘位置优越,康熙朝亦未曾再受俄国的军事压制.就清

廷方面而言,蒋廷黻认为之所以康熙帝取得上述“成功”,是因为他既有军事上

的优势,也在“外交上替俄国留了余地”.换言之,军力优势的意义不在于谈判

中毫不退步,而在于使清廷在外交上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蒋廷

黻从国际法意义上评价了该条约,认为该条约消弭了两国１７世纪以来之争

端,约束未来之行为,维持长达１５０余年和平友好的局面.这意味着“外交须

得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两国执行.⑤ 最终,因为清廷在军

力准备和外交谈判两方面配合得当才最终成就了“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

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⑥

蒋廷黻的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代外交学意义上“外交”的真正含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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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喧嚣争论«尼布楚条约»时,真正注意到这一点的史家并不多.争执双

方对«尼布楚条约»胜利和失败的叙事看似迥异,但其评价逻辑却相当一致.

评价者明显关注国力、军力、外交结果之间的关系,而对清俄早期交涉的多元

面向则少有触及.宣扬该条约胜利和光荣的一方强调清初武备充分和军事方

略得当,所谓“尼布楚胜利”更似为了反证“外交失败史”而存在,并非扎根于清

代早期的时空中.多数强调“耻辱”和“失败”的叙事则认定清廷未能利用其国

力优势且“轻弃领土”,将此举归咎于清廷及其谈判代表无知无能、完全“不知

外交为何”,少有分析该“让步”的原因.

五、模糊的大众(不)平等条约叙事

有关«尼布楚条约»是否为“不平等条约”的争论正是在上述关注领土范

围、以兵力为线索的“胜败”叙事基础上展开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以来,更

多评论者直接以“平等”与否来定位该条约.赞扬者认为它“尚无不平等之关

系还算漂亮”①“不但平等,而且于中国有利”②“尚称平等”等.③ 否定者则

将其视为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开端、开启了中国割地丧权的历史.④ 围绕«尼布

楚条约»莫衷一是的书写和胜败争论,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外交学科和实

践中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争论的内涵.

晚清总理衙门成立以后,中国就开始了有关外交学的外著译介.１９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惠顿的«万国法»、马斯顿的«星轺指掌»被译成中文,为驻外使节阅

读.２０世纪以降,福斯特的«外交实践»、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也经由中文

译介,成为中国早期的外交学科著作.至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更多的中文外交

学专门著作出现.⑤ 这些著作更多着眼于业已形成的国际规范、外交制度、使

节制度、礼节规范.中国也在条约签订和翻译的跨语际实践中进入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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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话语体系.①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外交官队伍也逐步呈现出专业化

和海外化特征.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位置长期由职业外交官担任,除在同文

馆接受教育的陆徵祥外,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都曾在美国获得学

位,并拥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以“外交系”闻名内外,并力图推进外事人

员选拔录用的规范化.②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各大学也相继开设外交学专业,

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③ 上述外交实践活动及其中有关国际法概念、规范、翻

译等问题的学理探讨和辩争构成了中国现代外交学科的专业研究和实践的精

英基础.

就“条约”问题而言,在“外交系”精英话语之中,修订前清条约是北京政府

外交部的重要活动.虽然“修约”的出发点是质疑旧约是否平等和有效,但北

京政府却少依赖“不平等条约”这一专有名词,而通常依“强迫条约无效”和“情

势变更”原则质疑原条约的合法性.在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

同若干国家修约时,都曾援引上述原则主张具体权利.④ 北京政府往往在最后

关头才会诉诸条约的“不平等”.在１９２６年中比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才首次

正式使用“不平等条约”一词,但其意义在于质疑条约是否符合国际法及其效

力,而非以此批判帝国主义政策或主张废约.⑤ 总体而言,尽管“外交系”精英

娴熟使用“情势变更”“强迫条约无效”等国际法原则,相关著述愈来愈多,在内

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不应忽视的职业外交成果,但是这些专业词汇

却是国际法学家和职业外交官的专利,距离大众仍然甚为遥远.

然而,前述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多元叙事展现了民国初年外交学科的大

众面向.在“国民外交”思想下,普及外交知识、建构大众话语是中国现代外交

学科起源的关键部分.早在清末中国就已有提倡普及外交知识、使国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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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参与外交的声音.１９０６年«外交报»建议在中学将外交“列为普通学科,

俾人人习之”.① “外交”不仅是职业外交官的技能,而且成为一种需要被人人

掌握的“常识”,“常识”的关键内容并非国际法细则,而是本国的实力地位.一

如«民立报»刊文告诫民众“断不可无外交之常识,而外交之常识在洞悉本国之

实力,揣摩天下之情势”.② 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巴黎和

会、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之后,“国民外交”的声浪越来越高,也愈来愈与实现

国家独立、富强、并被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对待的民族主义诉求紧密结合.③

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随着民族主义呼声渐高以及国共两党有关“外

交革命”和“废约运动”声势浩大的宣传,“外交”不再是职业外交官的专门业

务,而是普通国民、人人都应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情操.涉及外交的议题也是

人人都可谈的大众话题.民国出版的外交学、外交史、条约史著作也并非仅为

培养专门外交人才而撰写的教材,更多的是为“推广”“普及”外交知识而编纂,

其受众是极广泛的大众读者.如曾友豪１９２８年所著«中国外交史»序言中所

述,“当此外交问题为国人注目的时代我对于这本书的希望是帮助国人了

解列强在中国所持的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应用”.④ 其目的并非是将普通公众培

养成精通国际法的学者抑或熟谙谈判技巧的专家,而是饱含情感的呼吁,意在

启迪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领土意识,更带有唤醒的意味和功能.前文所述的白

月恒的«国界小志»之目的就是“最近六十年来年年有国界之警,我国民可不发

愤以讲求国界乎?”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外交小丛书其中的一部为«中俄

关系略史»,其中对«尼布楚条约»的描述是为了使国人“明俄人侵略中国之事

实”.⑥ 因此,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不仅是史事的梳理,更带有道德层次和

情感层次上的期冀.

在这个过程中,外交和条约也被附丽了诸多功能和现实政治诉求,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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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衰败的根源,也被视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良方.正如上述有

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中所展现的,对外交实践的定义和评价也直截了当以

胜败为准,“胜利的外交”是“不让步”“不妥协”“力争到底”;反之,则是“不懂外

交”“轻弃领土”的“失败外交”.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废除

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宣传后,“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随着这些宣传言

论、各类出版物在民众间广为流传并成为定义条约性质的第一标准.有学者

认为最早正式将“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特定宣传口号的是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１
月３１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谈到的“一切不平等条

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

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①

此后,“不平等条约”才成为了一个专有词汇被各党派宣言、个人论著广泛使

用.原来诸多被用来修饰条约的定语,诸如“不平等的”“不公正的”“不公平

的”“不对等的”“失败的”,等等,都汇入了“不平等条约”这个简单明了的描述

之下.与此同时,“不平等条约”这一个相对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也取代了“情

势变更”“治外法权”“自定关税”等专业术语而进入大众视野.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在２０世纪中叶如火如

荼地展开.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言论和方式有巨大差异,②然而,是否

主张“废约”(而不仅是“修约”)成为两党判断忠诚与否、革命与否、爱国与否的

道德分界线.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相继同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

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英国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治外法权及其有关

特权的条约».随着此二条约的签署,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宣告成功,并在政

府公文、党报官报等多种媒介宣传国民党在领导废约运动中独一无二、不可取

代的突出功绩.③ 同年３月,«中国之命运»出版发行,极力阐明废除晚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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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不平等条约的意义、国民党的历史功绩,以此提升国民党的民族威

望.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在宣传中强调由中共发起领导的抗日联合统一

战线对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非凡意义.② 两党有关“不平等

条约”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但是,在各方激烈辩争之中的“不平等条约”究竟含义是什么? 虽然这一

概念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国际法学界和外交界却对此并无准确定义,也在

很大程度上不认可其专业性.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宣告成功“废约”后,参加北洋

政府和国民政府修约运动的王宠惠亦撰文纪念,但也同时指出“不平等条约”

并非一个国际法专门名词.③ 诸多学者对于“不平等条约”这个名词本身的定

义也多通过描述和评价的方式进行.比如,周鲠生在其所著的«国际法»中认

为,“从现代的国际法观点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强加于别国的不平等条

约 是掠夺性的、强制性的、根本不合法的,没有继续存在的任何道义或法律的

根据,因而受害的缔约一方完全有权主张废除或径行取消”.④ 王铁崖编著的

三卷本«中外旧约章汇编»是 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条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

也并未在其中精确定义“不平等条约”.⑤ 蒋廷黻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也谈

到,“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

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⑥ 这里的“平等”包含着多面含义,有现实中主

权利益的削减丧失,道德心理层面的平等相待,也有对前政权的批判和现政权

的维护.

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不平等条约”进行定义极为艰难.如果回归历史现

场,这些“平等”抑或“不平等”在当事人看来也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⑦

但这一概念确在２０世纪的宣传中在中国轰轰烈烈地传播开来.与其说“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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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约”是一种国际法话语,更不如说是中国民族主义大众话语的一部分.①

回观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讨论,其中“平等”“不平等”“外交”的含义相对模糊,

民族主义话语所追求的“国富兵强”是更关键的评价标准,胜利和有利是更鲜

明的追求,围绕“强弱”与“胜败”的情感成为动员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化作历届

政府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治诉求.② 在“国民外交”思想之下,２０世纪上半叶的

“不平等条约”叙事是简单、响亮、易于传播的,在各种大众读物中,有关«尼布

楚条约»和清俄关系的历史被层层简化.③

但是,“国民外交”及其蕴含的公众情绪也是民国职业外交官所警惕的对

象.正如顾维钧曾评论的,“人民外交”志在完胜的口号只能搞砸谈判,而无法

带来成功.④ 与其说“志在完胜”是一种事实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道德的要

求,似乎只有通过武力获取或者保护土地才是真正值得敬重和赞扬的行为,而

“协商”则是草率和可耻的.在对«尼布楚条约»评判中,赞扬者和批评者站在

各自的立场上对１７世纪的条约针砭时弊,但却少见对签约细节、谈判过程、交

涉原委的全面考订.正如华东师范大学茅海建教授在评论史家对伊里布和琦

善的点评时所说,“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

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

毫无用处的废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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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３１５页;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第８页.

RosemaryFoot,“RememberingthePasttoSecurethePresent:VersaillesLegaciesinaResurgent
China,”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９５,No．１,２０１９,pp１４３Ｇ１６０;RobertBickers,OutofChina:Howthe
ChineseEndedtheEraof WesternDomination,PenguinBooks,２０１８,pp４０２Ｇ４０７;WangZheng,Never
ForgetNationalHumiliation:HistoricalMemoryinChinesePoliticsandForeignRelations,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

有关«尼布楚条约»的俄文叙事同样可见这样的现象.在条约签订后俄国政府也将之称为“和平的

条约”,认为是俄国的外交胜利.但也有一些俄国学者把«尼布楚条约»界定为中国对俄国欠下的“债务”.
参见〔俄〕B．C．米亚斯尼科夫:«Ю．A．戈洛夫金出使中国之行»,载〔俄〕B．C．米亚斯尼科夫主编:«１９世纪俄

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一卷(１８０３—１８０７上),徐昌瀚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页.宿

丰林、叶柏川在其研究中探讨了俄罗斯当代学者对«尼布楚条约»的多样化评价,参见宿丰林:«关于中俄东

段边界形成史问题的再探讨:兼评俄罗斯学者的“新观点”»,«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５９—６０页;叶
柏川:«近三十年来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的新进展».在俄罗斯远东边境的地方博物馆中,对«尼布楚条

约»的呈现和评价亦呈现矛盾,如忽略介绍、认为俄处于劣势时受迫签约、于俄不利等.IacopoAdda,“SinoＧ
RussianRelationsthroughtheLensofRussianBorderHistoryMuseums:theNerchinskTreatyanditsProbＧ
lematicRepresentations,”EurasianGeographyandEconomics,Vol．６２,Nos．５Ｇ６,２０２１,pp５５７Ｇ５８１．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１分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９７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２０５页.



结　　语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有关«尼布楚条约»的叙事在中苏冲突的背景之下披

上了新的外衣.１９６２年,以参加尼布楚谈判的耶稣会士徐日升日记为基础的

英文研究著作«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出版,其目的是

希望通过中俄早期交往的历史解开当时各界关注的中苏关系真相和谜团,因

为“即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给这个本来难以打破的谜加入了新的复杂因素,然

而中国和俄国的谈判者的心理似乎根本上没有改变”.①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在

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随后«人民日报»刊载的中苏辩论内容开始大量援引«尼

布楚条约»内容批判苏联,说明中俄签订的«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实际上是

对«尼布楚条约»所确定边界的侵犯.② 文章根据«尼布楚条约»的内容认为,

“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

和翻译有关«尼布楚条约»的高潮期.１９７３年,商务印书馆即翻译出版了三部

著作,旨在溯源中俄关系早期历史,回应彼时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和边境问

题.④ 苏著«１６８９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的中文翻译序言直接对书中的观点进行

了激烈的抨击,认为其“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在书中竭力美化沙俄政

府的殖民扩张政策,为老沙皇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辩解,对中俄关系的早期历

史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⑤１９７７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出版了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第一部“系统梳理”«尼布

楚条约»历史的著作.通观该著,保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现代国家叙事、各民族

团结抗击帝国主义的反帝反侵略叙事、突出军事将领光辉形象的英雄主义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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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引文选自中译本.〔美〕约瑟夫赛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２页.
例如«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１日第２版;焦东文:«新沙皇老沙皇一

丘之貉、打倒新沙皇:大型纪录影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观后»,«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２日第４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９日第２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５日第１版.
〔美〕约瑟夫赛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法〕张诚:«张诚日记»,陈霞

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苏〕雅科夫列娃:«１６８９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贝璋衡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７３年版.
〔苏〕雅科夫列娃:«１６８９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序,第１页.在中苏交恶背景下,俄学者对«尼布楚条

约»的负面评价并非孤例.参见 V．S．Miasnikov,“TheManchuInvasionoftheAmurRiverValleyandthe
１６８９TreatyofNerchinsk,”ChineseLawandGovernment,Vol．６,No．４,１９７３,pp２２Ｇ９１.



事构成了全书的撰写思路.正如该书的“编者说明”所说,“本书叙述了十七世

纪沙皇俄国向东扩张、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军队反

抗沙俄侵略的历史,叙述了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政府的代

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的具体过程.”①

回顾«尼布楚条约»从成约到走向公众的历史叙事,该条约并非甫一签订

即上下皆知,引人注目;也未从其一公布即广受赞誉或备受质疑.无论作为

“荣誉”之约还是“割地”之始,抑或是中苏论战中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工具,

«尼布楚条约»在２０世纪中国的条约叙事中经历了一个被“宣传”、被“解释”的

复杂过程.但是,不同群体、政权、党派的叙事并非完全割裂.２０世纪以来,各

方在继承前人材料的基础上声称自己更真实、准确地评价了该条约,但同时将

有关清廷外交胜败的争论融入并服务于各自的政治议程和话语.«尼布楚条

约»由此彻底走出几个世纪前的皇家叙事,卷进以现代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为核

心的近代历史书写和大众话语中.

关于«尼布楚条约»的叙事辩争也是中国现代外交学科产生并走向公众的

缩影.有关该条约的解释层出不穷,但并非对过去的单纯追溯,而是将有关条

约的知识内化和再次创造,融入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的诉说和实践中.有关

“修约”“废约”的党派、学界、民众呼声愈来愈高,但是有关于何为“平等”和“外

交”却在争论中愈发模糊.二十世纪上半叶,各方有关«尼布楚条约»“平等”与

否的探讨越来愈趋向神圣化和道义化.在冲突的叙事中,对«尼布楚条约»的

评价渐渐转变成一种话语、符号、象征,甚至“武器”.在现代外交学科走向中

国公众的过程中,所谓“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含义在被层层简化,

“条约”“国际法”“外交”这些词汇的本来面目反而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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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编者

说明”.


